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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数据技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问题和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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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前中国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基层社会治理模式亟待创新以适应变化
的社会经济环境。互联网、物联网、信息通讯技术、传感器和ＡＰＰ等技术手段为基层大数据社
会治理模式提供了可能。本文基于社会建构理论，以社区社会资本、行政资源配置力度为划分
标准，将北京、深圳、成都三个城市四个街道（区）典型案例的探索实践归纳为不同的基于大数
据的基层技术社会治理模式。一种持久的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模式需要依据各地
不同的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特征和行政资源，结合开发成本、社区居民社会资本等要素因地
制宜地探索优化才能取得成功。应用技术进行社会治理还需要注重“以人为本”，合理控制开
发成本，考虑社区居民和政府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理顺基层行政链条、解决部门
分割所形成的“信息孤岛”等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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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兴起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
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
发展之间的矛盾。”这一深刻论断与我国市场化和城市
化进程中日益引起社会舆论和学术界关注的公共服务
供给问题紧密相关。在如何提供优质公共服务这一焦
点问题上，我国社会治理面临新挑战和新机遇。从挑
战方面看，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加速推进，城乡发展
不平衡、区域发展不协调问题较为突出，大量“单位人”
转变为“社会人”，大量常住人口变成流动人口，社会结
构和利益格局发生深刻变化，国家治理模式由总体性
支配转向技术性治理［１］，传统的治理模式面临严峻挑

战。与此同时，随着物质生活条件的逐步改善，特别是
互联网、大数据的广泛运用，人民群众对政务服务、民
生保障的需求呈现出个性化、多样化的新特点，对服务
的体验感、参与感、精准化提出更高要求。从机遇方面
看，以大数据为主的新兴技术手段，使得信息收集整
合、分析处理、沟通交互的效率大为提高，为政府改进
回应性、提高公共服务的效率和质量提供了有效的治
理工具，政府在治理过程中不仅可以依赖传统权威，还
能够依靠不断改进的程序和技术对社区进行微观治
理。可以说，以大数据为主的新兴技术为创新社会治
理模式、应对社会转型、协调利益关系提供了重要的机
遇性工具。

治理的本意是“管理”“统治”，社会治理是通过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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系列管理手段使社会更加和谐有序的动态过程。但由
于社会系统本身的复杂性，社会治理成为一个涉及多
元主体参与、多方单位协同的社会事业。社会治理涉
及居民生活的方方面面，其目的是促进社会公共利益
的最大化，满足公众的多元化需求。在治理主体、目标
和治理手段方面，社会治理都区别于传统的社会管
理［２］。社会管理的治理主体是政府，目标是为了维持
社会稳定，更强调强制和法治的治理手段；社会治理则
淡化了这种官僚式等级权力的使用，其治理主体除了
政府，还有社会和市场力量的参与，目标是社会和谐和
居民生活满意度的提高，治理手段更强调协商共治的
灵活方式。治理手段与治理需求不匹配是导致目前中
国社会治理低效或者无效的主要原因［３］。技术被广泛
应用于社会治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物，自启蒙运动以
来，技术和基于技术的治理被广泛应用到政府管理中，
公共治理的技术化已成为现代国家治理的重要趋势之
一［４］。本文所讨论的技术社会治理指的是利用现代科
技手段提高行政效率，满足人民群众多层次需求，提高
人民群众生活满意度的过程，重点关注技术社会治理
过程中以大数据为主的新兴技术手段，讨论和分析大
数据技术手段如何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以及由此带
来的影响。

随着城市科技化和信息化水平的提升，我国城市
治理一直在探索技术社会治理的创新方式。前些年兴
起的城市网格化管理即是将科技创新思维应用于社会
治理的一种方式，网格化管理是应用计算机网格的思
维，将城市管理对象按照一定的标准模式划分为若干
个网格单元，建立网格单元间的协调机制，促进信息交
流，提升组织行政效率［５］，不过早期的网格化更多是一
种数据思维的管理理念，是一种由整合式管理理念所
带来的效率提升，而非技术层面的进步以及数据信息
共联共通所带来的效率提升。近年来，互联网、物联网
技术的飞速发展，为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兴起提供
了坚实的科学技术基础，使得新时期的技术治理侧重
于采取互联网、物联网、信息通讯技术、传感器和ＡＰＰ
等手段，建立起由参数、编码、脚本等构成的技术标准
体系来协调和重组多元治理主体间的资源、功能与责
任［４］。对大城市而言，大数据将空间属性注入日常生
活数据之中，为我们更好地理解城市生活和制定城市
政策提供了更为广阔的视角和更多的可能性；同时，大
数据也将帮助研究者把公共服务设施与社会群体之间
的动态关系更好地联结起来并改进大城市管理。目
前，大数据方法已经在交通出行、公共安全管理、房屋

价格、城市公共设施利用、公共参与等方面得到一定程
度的应用［６］。针对目前社会治理领域普遍存在的一些
问题，大数据技术通过对海量数据快速收集与挖掘、及
时研判与共享，成为支持社会治理科学决策和准确预
判的有力手段，为转型期的社会治理带来了新机遇。

我国的社会治理体系从总体性社会走向国家、市
场、社会三者之间的分化过程中，街道、社区成为了填
补单位制解体后基层治理真空的城市社会治理微观单
元，国内各大城市都在积极探索大数据治理概念下的
技术治理创新路径，其本质即是为街道、社区社会治理
微观单元“赋能”，提升其治理效率与水平。鉴于大数
据技术的社会治理手段需要根植于传统的社区治理基
础之上，同时又能够促进传统治理手段的发展，本研究
在实地调研的基础上对北京、深圳、成都的城市大数据
社会治理探索进行分析，关注大数据技术在技术社会
治理的微观主体层面———街道、社区的应用，聚焦于在
什么样的社会基础条件下开展合适的大数据技术治理
手段，同时对不同的治理路径进行归纳和分析，以总结
大数据技术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普遍问题，最后
提出应用大数据于基层社会治理的思考和建议。

二、基层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的路径探索

（一）理论预设
技术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技术创新的内容和形

式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制约，技术成果
的变化也受到社会群体的影响［７］。技术与社会的相容
性很重要，技术的发展和实用性必须以现有的社会、文
化和习俗为基础，否则制造出来的技术将无法为社会
大众所接受，不会真正为社会所用，甚至会触发技术发
展的潜功能或反功能［８］。作为创新社会治理的一种技
术手段，基层技术社会治理的成功要依赖于基层社会
的运作逻辑，如果政策制定者不了解真正的社会基层
运作逻辑，就无法真正制定适用于基层实践的技术应
用流程，增加基层数据生产或者收集的成本，使得技术
脱离于治理结构和居民的真正生活［９］。因此，西方一
些较为成功的社区信息化实践，不仅仅关注技术应用
本身，而是将社区性因素纳入统筹考虑范围，注重社区
因素与技术应用的结合［１０］。

基层社区社会治理的重点在于如何重新调整治理
单元，整合组织资源，促进多元复合主体在社区情境中
的互动以及参与社区公共事务，以使其能够回应社区
需求、协调不同主体利益。但由于历史和现实原因，我
国的社区类型复杂多样，不同类型的社区之间在人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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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
大［１１］，这决定了大数据应用于我国社区治理的过程
中，需要针对不同的社区类型探索因地制宜的技术治
理模式。

传统的社区治理过程涉及政府和居民两大行为主
体。当代中国素有“强政府”的社会传统［１２］，政府在社
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的主要途径是对行政资源、组
织资源的调用，运用行政化手段对社会资源进行配置，
地方政府作用的发挥影响着社区治理的方向［１３］，在社
区治理中，政府控制着绝大多数社区公共资源［１４］，社
区资源的行政配置和调用情况直接影响社区治理的水
平和效率。居民在社区治理过程中发挥作用则主要依
靠居民主体性下的社区参与，居民主体性下的社区参
与的基础是社区社会资本，按桂勇等［１５］对社区社会资
本的定义，其包括地方性社会网络、社区归属感、社区
凝聚力、非地方性社交、志愿主义、互惠与一般性信任
和社区信任七个维度，由此可知，社区社会资本的丰沛
程度，直接影响社区民众自我发展和自我管理的能力，
从而决定社区自组织的形成和运作效率。大数据等新
兴技术在社会治理领域的兴起和应用，其实是对社区
各治理主体“赋能”的过程，而政府与居民则是赋能的
主要对象，在赋能过程中，技术与社区各传统组成要素
相结合，因此对于大数据的不同应用模式应从社区传
统要素的维度进行探索。本研究从传统的社区组成要
素———政府与居民出发，以社区社会资本丰沛程度、行
政资源配置力度（主要指当地财政和行政人员人力资
源的丰沛程度、政府介入的方式和程度等）为横纵坐
标，对大数据技术应用于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的模式
适用情况进行分析。

（二）研究设计
案例选取是定性研究中的首要工作。费孝通［１６］

在学术反思中提出应对不同类型的村庄进行调查，用
比较方法实现关于社区定性研究的代表性和可推论
性。马里奥（Ｍａｒｉｏ）［１７］在讨论定性研究方法的案例问
题时指出，应进行基于特定研究假设的个案选择研究，
研究者应注重对“关键”案例开展研究，此时得到的研
究虽仅是选择性偏差存在后的结果［１８］，但案例的类型
学研究中基于研究结果的案例取舍是常见的分析处理
技巧。总之，有目的性的案例选取方法，可以让研究者
针对给定的研究思路选取最合适的案例，以使案例研
究与研究推理相结合［１９］。基于这样的方法论思路，在
社会建构论［７］的基础上，本文认为，社区社会资本丰沛
程度、行政资源配置力度是影响基层技术社会治理模

式形成的重要街区（社区）基础和维度①，在这两个维
度形成的不同街区（社区）类型的基础上，本文通过理
论抽样的方法进行案例选择［２０］，选取了北京、深圳、成
都三个城市中四个有代表性的街区作为典型案例，对
这些街区的社区基本情况、社区社会资本②和行政资
源配置③情况进行了实地调研，就大数据技术应用于
基层社会治理的实际情况进行归纳分析。根据调研结
果，在特定的社会、经济及文化情境下，大数据技术在
基层技术治理过程中发展出了不同的路径模式，归纳
如图１所示。

图１　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路径

三、基层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实践

（一）监管技术导向型的大数据社会治理———北京

Ｗ 街道
北京市海淀区 Ｗ 街道位于海淀区东北部，处于北

五环外围，是北五环以外快速城市化地区。辖区面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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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这两个维度是笔者根据现有文献和理论总结的可能影响基层
技术社会治理方式的重要维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影响基层技术社会治
理只有这两个维度，也可能还存在其他重要维度（比如地区市场化发展
水平）。基于不同维度形成的技术社会治理模式的内涵会有所不同。

因此，本文对于技术社会治理模式的概括是一种探索性的研究，有待后
续研究进一步完善和改进。

对于社区社会资本全面客观地测量是一个有挑战的研究问
题。本文在案例分析过程中，利用了街道人口结构特征（本地户籍人口
和流动人口比例，职业特征等）、访谈对象所反映的居民熟识程度、社区
房屋类型和历史等指标对四个街区的社区社会资本进行了大致划分。

这种划分方法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成分，有待在后续研究中完善。

相对于全国平均水平，这四个街区都属于经济较为发达、财政
资源相对丰富的地区。但是在调研过程中，我们发现各地区负责人在
对政府财政和行政资源丰沛程度方面的参照对象是所属城市相同级别
的其他地区的行政资源配置，而不是全国平均水平。比如北京Ｘ街道
工委孙书记就告诉我们，与北京东城区、西城区相比，该地区的财政明
显不足。另外，即使一个地区财政资源非常丰富，也并不意味着这些财
政资源就一定会大量投入到基层技术社会治理当中，因此这几个地区
在行政资源配置方面还是有差异的。



９．３７平方千米，辖有２９个社区，社区和人口构成较为
复杂。从社区构成看，以老旧小区为主的社区占比

３７％，以商品房为主的社区占比２２％，混合型社区占
比１５％，部队大院为主的社区１５％，还有１１％的平房
社区。该街道存在多种社区空间类型，内部发展十分
不均衡。从人口构成看，本地户籍人口与外来人口比
例相近，其中本地户籍人口７．４万人，外来人口８．４万
人，多元人群集聚。在这片不大的土地上高度浓缩了
我国快速城镇化背景下的多种社会治理问题，如本地
人口外地人口倒挂、人口老龄化严重、邻里关系淡漠
等［２１］，复杂的社区现状与集聚的各类问题使得传统城
市社区治理手段在此难有大的作为。

结合自身的实际情况，Ｗ 街道在大数据技术社会
治理方面开始了一些有益探索。街道运用技术手段，
从基础设施、感知设备等层面进行数据采集，从网络融
合、数据汇集等方面进行数据处理，希望建立智慧社区
公共信息平台，实现社区规划、管理、服务相关技术体
系的互融互通。

社区人口的基本信息采集是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
的基础。针对目前数据采集方式较为原始、效率低下
的问题，Ｗ 街道选择在试点社区安装智能门禁系统，
通过智能门禁系统所产生的相关登记和使用数据，建
立由社区居委会管理的社区居民信息数据平台。该系
统可以为社区安防、物业管理和社区服务提供数据支
持，比如针对社区居民老龄化程度严重的问题，可以通
过远程手机ＡＰＰ控制楼道门锁、记录家中孤寡老人的
居住信息等技术功能。针对存在治安和消防隐患等管
理难点的群租房，该系统能够提供常住人数超限报警
功能，使得社区管理与服务更加高效。此外，Ｗ 街道
还设立了街道数据采集监控中心，通过广泛分布的智
能摄像头采集道路数据和治安数据，监控道路车辆、基
本路况和治安形势，识别可疑人员、可疑车辆和可疑事
件，运用技术手段提升街道管控力。

Ｗ 街道的技术治理模式主要依靠门禁系统、摄像
头等物理技术媒介，虽然前期投入较大，但数据采集平
台的系统体系一旦建成，因数据采集和处理过程中的
自动化处理程度高、持续性强，后期无需行政和人力资
源持续投入。总体来说，这种模式运行过程高度依托
技术手段，行政资源配置力度较小。

但是，这种模式也使得行政层面的技术治理与居
民层面的社区参与成为了互相独立的“两张皮”，技术
手段与居民的组织体系脱钩，而这种脱钩也与 Ｗ 街道
社区社会资本匮乏的实际情况有关。Ｗ 街道社区的

主要类型是老旧小区，老旧小区由过去的单位宿舍转
型而来，虽然社区居民一定程度上保有原来老单位的
熟悉度，但人员的更新流动和居民经济、社会资源的高
度缺乏，使得居民生活条件较差、房屋老旧、环境垃圾
矛盾尖锐，多种问题的共存导致社区邻里关系淡漠、社
区归属感差等问题，居民对社区事务的参与热情和积
极性相对较低。同时社区老龄化程度严重，居民整体
素质相对偏低，部分居民保持着传统的生活习惯，甚至
连小区物业费都拒不缴纳。居民不具备对社区事务参
与的热情，也没有培养起相应的参与能力，社区个体与
社区组织之间以及社区成员之间相互依存度低，社区
社会精英的组织意识较为薄弱，种种原因使得社区自
组织无法形成与行政社区治理的有效互动，而长期以
来政府单方面的社区治理施政传统同样显示出路径因
循的惰性。综上，Ｗ 街道的技术治理模式属于监管技
术导向型的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模式，表现出社区管
理服务事务守成求稳的特点，并高度依赖于技术手段
的作用。

（二）监管技术与人工复合型的大数据社会治理
———深圳Ｙ街道

深圳市光明区Ｙ街道位于光明区东北部，与东莞
市接壤，辖区总面积４０．９３平方千米，下辖Ｌ、Ｍ 和Ｎ
３个社区。总人口约１６．６万人，其中户籍人口占总人
口比例只有７．３４％，流动人口占总人口的９２％以上，
流动人口与户籍人口严重倒置。在这种情况下，社区
内部流动人口集聚，社区居民住所更换频繁，给政府的
社会治理带来了较为艰巨的任务和压力。如果依靠流
动人口自觉自愿登记的方式会导致人口基本信息不
全、更新明显滞后等问题，政府相应的配套治理服务也
无法及时匹配。

为破解基层社会治理难题，加强社会管理和服务，
深圳市制定了网格化管理模式方案，光明区结合自身
实际，整合区、街道、社区等各层面资源，全面推进网格
化管理工作。光明区层面设立网格办，Ｙ街道２０１６年
在街道层面设立网格分拨中心，把街道划分成２２０多
个网格单元，设立３００余人的网格员队伍，以网格单元
为依托将人口、房屋、安监、消防、交通、治安等各类事
项纳入数据采集和巡察范围，每个网格约覆盖４５０～
５００套房屋、９００～１　０００名居民，设立专职网格员采集
数据和开展巡察。网格员每天利用专门配发的手机

ＡＰＰ对所收集的信息进行登记，对所发现的问题和情
况拍照上传，相关数据直接上传到街道网格分拨中心
和区网格办。网格员对于现场能够处理的问题，自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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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后拍照上传，对于不能现场处理的问题则选择分
拨上传，由街道分拨中心统一分拨到相应的具体部门
执行，具体部门执行完毕后拍照上传处理结果，网格员
到场核实，对问题处理完成复核。

深圳Ｙ街道的网格治理模式其实是在解决政府
社会治理的“碎片化”问题，韦伯对科层制的分析表明，
现代政府依托科层制进行部门间的专业分工，而分工
过程中的权责划分过细和机构分割将使得政府存在流
程破碎、无人负责等碎片化弊病，不同部门之间基于自
身利益的本位主义会对各类治理事务互相推诿，从而
导致行政效率下降、治理水平不足。网格化治理模式
是对政府行政体系的流程化再造，为僵化的组织体系
注入活力，从政府机构、业务流程、信息资源、服务与沟
通渠道等方面进行了资源整合。通过即时通讯记录工
具、整合式数据系统等大数据技术手段的赋能，细化网
格管理内容，明确各类事务的部门责任，实现了部门间
信息的互通整合，加强与各相关部门的协调沟通、分拨
调度，利用由上级政府监督执行的监督、考核和激励措
施，提高了社区问题处理的速度和效率。

深圳Ｙ街道的大数据技术治理模式是技术手段
与人工操作复合的产物。该模式在运作过程中，技术
手段的运作依赖于庞大的网格员队伍，需要较多的行
政资源持续配置投入，居民主体性和参与度体现出不
足。当然，这也与 Ｙ街道外来人口、户籍人口倒置的
基本社会情况息息相关，外来人口普遍为赴深圳各企
业打工的工人，工作流动性极强，服务处所和居住场所
更换频繁，社区居民之间的互动联系极少，有受访居民
表示，“搬到这里，从来不知道自己的隔壁邻居是男是
女”，人与人之间的稳定联系无法建立，并且居民都是
高度流动的打工者，对于所在社区也无所谓归属感，这
些都使得社区居民的自组织难以产生。社区社会资本
比较匮乏，从某种意义上说，行政配置资源的持续高投
入是在弥补社会治理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的“空洞”，
以此使得技术治理体系具有高效性和整合性。

（三）现有成熟技术与自组织复合型的大数据技术
社会治理———北京Ｘ街道

Ｘ街道位于北京市丰台区东北部，南二环与南三
环之间，是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北京市第一个整体开发建
设的大型商品房社区。地区总面积５．５３平方千米，常
住居民３．０４３万户，常住人口８．８万人，下设１６个社
区，有居民住宅楼２２３栋。

Ｘ街道地区办事处利用现有的成熟互联网技术和
即时通讯工具构建起了“街乡吹哨，部门报道”的大数

据综合事务平台系统。该综合平台由办事处部门工作
微信群、各楼栋居民微信群两种主要类型的微信群构
成，部门工作微信群是由办事处各条块事务的工作负
责人和社区干部构成，各楼栋居民微信群则由本楼栋
居民和社区干部构成。Ｘ地区党员干部利用组织活动
和走访服务居民的各种机会，通过各种线下的互动交
流，添加居民为微信好友，邀请他们进入每栋楼的微信
群，居民注明房间号实名入群。

目前已经将辖区内３万多户居民（不含流动人口）
的７０％都纳入微信群中，进群的居民超过２万户，将
全区２２３栋住宅楼建成居民手机微信里的２２３个“掌
上四合院”，每个微信群人数由于楼栋住宅容量的因素
自然控制在１００人以下，避免了微信群规模过大带来
的交流冗余。同时以“地缘”为纽带，创新基层党组织
建制，扩大党组织覆盖面，把每栋楼里的在职党员、退
休党员和流动党员融合组织起来，成立楼栋功能型党
组织，支部建在了居民楼里，２２３栋住宅楼的“掌上四
合院”微信群同时也是２２３个楼栋型党支部。由此，居
民楼栋微信群内包含社区包楼干部、楼栋党员、楼栋群
众三种群体，Ｘ街道地区工委通过微信群组建了与区
域党员和群众大规模、扁平化、零距离、全天候的沟通
联系服务渠道，利用楼栋微信群引导广大群众积极参
与社区事务。社区居民可以利用微信群“吹哨”反映各
类治理服务诉求，社区干部及时收集群内的各类服务
诉求，对问题进行筛选、处置和研判，能直接解决的琐
碎问题直接解决，不能直接解决的问题以标准化语言
转发到办事处部门工作微信群，由办事处各部门线下
“报道”解决问题，当问题解决后，社区干部及时将处理
结果反馈到相应的楼栋微信群中，保证事事必有回应。
此外，楼栋型党支部的建立也将在职党员在工作时间
之外以地缘为依托再组织起来，与楼内退休党员、流动
党员相融合，在楼栋微信群内亮明党员身份。楼栋内
党员身份的明确化其实是将社会先进分子和精英力量
引导参与到基层治理工作中来，楼栋内党员是天然的
公共事务积极分子，地区工委利用党支部的组织力激
发楼栋党员的社区互动参与活力。对于楼栋内一些细
小和易于解决的问题，楼栋党员利用党支部平台组织
起来带领群众共同解决，实现“家门口的事情一起干”，
提升了社区基层治理效能。

Ｘ街道地区的大数据技术治理模式同样是对行政
管理体系的流程再造，“街乡吹哨”意味着基层实际问
题的统一整合，“部门报道”意味着各部门间协同解决，
避免了基层社会治理的行政碎片化问题。同时，微信

１０１

何晓斌，李政毅，卢春天　大数据技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问题和思考



群系统的即时性也重塑了基层干部的工作理念和作
风，社区干部转变了传统“朝九晚五”和“机关坐班式”
的工作状态，通过与服务对象即时交流，以更加务实的
态度尽快回应。在技术赋能与行政管理体系再造之
外，Ｘ街道模式还融合了社区自组织的元素。随着楼
栋型党支部的建立，把社会精英的组织意识充分调动
起来，产生了责任式社区公共事务积极分子，使得楼栋
成员之间的相互依存度提高，个体成员对于楼栋组织
有了归属感，楼栋成员间社会联系密度和频度大幅增
加，地区工委、社区党委和楼栋功能型党支部互联互
动，层层压实责任，带领党员群众一起参与到社会治理
中来，社区治理成效更为显著，社区居民满意度更高。

Ｘ街道地区模式重视居民的主体性和参与性，构
筑了广泛的社区参与，如阿恩斯坦所认为的，通过“重
新分配权力使一无所有的公民将来也能自主地成为事
情或项目的一部分”［２２］，利用技术手段实现了对政府
和居民的双向赋权，增强了人们的归属感和信任感。
其运行主要依托于微信群，无需行政资源的长期持续
配置。据该地区工委孙书记介绍，该地区财政并不富
裕，可支配资金相较于开发新数据监管系统的成本比
较紧张，因此如何利用现有成熟技术进行技术治理是
街道实现技术治理的优化方向。

就社区社会资本而言，Ｘ地区是北京市第一个整
体开发建设的大型商品房居住社区，常住居民多、流动
人口相对少，居民整体素质较高，多从事体制内职业，
且地位相对较高，党员覆盖比例高，这些因素均使得Ｘ
地区拥有良好的社会资本基础。在合适的治理模式整
合下，这些相应的社会资本基础发挥出饱满的活力，形
成独特的自组织形态，将基层社区治理引导到良性循
环的轨道上来，实现社区治理的多元共治、多元参与，
提升多元社区治理主体的效能，从而使得社区治理更
容易形成满足各方利益相关者诉求的决策。

（四）整合技术与自组织复合型的大数据社会治理
———成都Ｚ区

成都Ｚ区位于成都市区东北部，面积１０８．２６平方
千米，辖１４个街道办事处，１０５个社区（城市社区６３
个，涉农社区４０个，建制村２个）。截至２０１７年，共有
户籍人口７６．１万人（占６２％），流动人口４６．４万人
（占３８％）①。该区地处成都交通要冲，也曾经是成都
市工业发展“老基地”、城市建设“老城区”，经过近年来
的迅速发展，初具现代化城区特征。但区域内发展不
平衡，产业调迁、旧城改造产生不少历史遗留问题，导
致从涉农社区到现代化城市社区各阶段社区类型并

存，各类社区有不同的矛盾诉求和治理难点。一是以
大型商业体、写字楼、新建楼盘为主的商住型社区，此
类社区个体户、小微企业、双职工较多，对不涉及自身
利益的社区事务漠不关心，情况掌握困难。二是老旧
院落、回迁安置小区为主的居住型社区，此类社区人员
结构复杂，低收入群体、外来流动人口多，治安管理压
力较大，且基础设施建设不足，难以满足群众需求。三
是“村改居”拆迁过渡型涉农社区，此类社区居住密度
大，居民关系盘根错节，涉及居民利益的事务如不能妥
善解决，往往有演变成群体性事件的可能。四是毗邻
产业园区的综合型社区，此类社区通常更注重对居民
区的治理服务，在统筹辖区资源方面办法不多。

针对这些治理难点，成都市Ｚ区２０１５年就开始探
索基层社会治理以“互联网＋三社联动”为核心的“大
联动微治理”技术治理模式。大联动微治理实际上是
大数据化了的网格化管理升级版，建立了“区大联动中
心—街道服务中心—社区管理站—网格员”四级网络，
设立网格员协同工作机制，组建起规模庞大的网格员
队伍，将数据治理的神经末梢深入基层。

Ｚ区“大联动微治理”包含８个大的工作模块和１９
个功能项目，工作模块例如呼叫中心，这是一个整合了
实时监控数据、多媒体流数据、数据库、地理信息系统、

网络的综合运行平台。功能项目包括事件管理、平安
建设、应急管理、综合管理和移动应用、户籍管理、组织
常态化管理、流动人口信息管理等，这些功能的实现都
来自于完善的子数据库建设，以数据库为基础建立了
包含多部门多层次的立体数据系统，不仅体现“安全
网”的性质，还兼容了“服务网”和“民生网”。作为一个
社会治理的大数据平台，该系统整合了大量实时信息，

例如“天网视频”“社区监控”、１１０公安平台的“警务与
非警务事件”平台、社区治理网格等平台。借助这些已
有的平台，该平台将线下社会治理单元和对象全部信
息化。全部社区所辖的街道、乡镇都绘制了封闭的电
子地图。各条街道、转角、小区、公共场所、个别车载的
摄像头都时时传控到中心。社区服刑人员、吸毒人员、

重症精神病人员、易肇事肇祸精神病人员的信息也被
整合到系统中。

实现数据化便于实时管理，事件管理是数据技术
治理的核心功能，所谓的事件包括治安、环境卫生综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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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理、食品药品安全、安全生产等社会治理的上百项问
题。该系统从事件受理开始就可以一直实施监控，在
平台中实现人员的分派协调和监管，事件处理之后也
会将结果反馈在系统中，最后对事件的处理进行考核。
该平台不仅实现了上下联动，对内联动也打破了传统
管理的界限。人员的分派及处理权限分配则按照事先
指定的事权法定原则准确分发，实现了基层事件处理
的扁平化，８０％的事务可以在街道办和乡镇层面解决，
不能处理的需要上升到更高级别的中心，极大地缩短
了处理流程，避免了职责不清和推诿扯皮的情况。

与深圳相似，网格员是Ｚ区事件处理的主体。在
日常事务中，网格员都携带装配ＧＰＳ的手机终端，打
开ＡＰＰ每天按照要求去网格巡视打卡。但与深圳不
同的是，成都网格层级的网格力量由三级网格员、红套
袖、社区干部及社会组织共同组成。其中，一级网格员
是网格管理的专职力量，其他层级网格员起到协同联
勤的作用；二级网格员为院落门卫、楼栋长、商场保安、
环卫工等，平时在岗履职；三级网格员为综治巡逻员、
城管队员、基干民兵，应急状态下启用、配合专业力量
实行联勤联防联控。联动中心有专职的坐席员，负责
对受理事项进行立案、派遣、追踪回访等事宜。在网格
系统的铺设过程中，成都政府不仅对专职网格员队伍
持续投入、配置人员，还重视社会动员机制的建立，发
挥社会治理中的居民协同作用，以居民的共同参与搭
建网格系统的微触角。

Ｚ区的“大联动微治理”不仅从行政流程的角度协
同了条块之间的沟通，还重视社区居民的主体性，各种
群众组织、网格员、院落长、志愿者等都参与到数据采
集和事件治理的过程中，实现信息反馈、共同参与、共
同治理。所建立的数据系统不仅成为处理问题的管理
平台，还成为了借助大数据所连通的便民平台，为群众
所反馈的问题直接提供解决方案，既连接了社区问题
及解决途径，又连接了群众的需求及满足。社会治理
公众化的核心是群众对社会治理过程的广泛参与，传
统的社会治理主体是政府，政策的制定和实施都缺乏

本社区群体的参与和讨论，影响了利民政策在社区中
的发挥。利用大数据的技术社会治理能够实现群众的
广泛参与。群众在社会动员组织体制下，直接利用大
数据的平台为社会治理提供信息。这种做法节省了政
府的无效治理成本，也能提升居民参与公共生活的积
极性，进而促进社区凝聚力的形成。

四、理论总结与问题思考

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是我国社会治理模式创新的
重要实践。基层社会治理存在自下而上的诉求反应和
自上而下的治理整合两种作用机制，而基于大数据手
段的技术社会治理，使得社区数据有了汇聚、分析和处
理的统一“出口”，其本质是技术手段对基层社会治理
主体的赋能。通过技术手段的应用，基层社会治理的
作用机制更为活跃、高效，过去许多碎片化、边缘化的
社区事务有了整合的平台，强化了条块部门间的协同
关系，基层政府对于社区情况掌握得更为清楚、细致，
对于治理要求有了更具体的落实手段；而社区居民的
诉求有了向上反映的新渠道，提高了基层政府的治理
和回应效率。总的来说，未来最优的技术治理机制是
打造共建共享共治的基层大数据社会治理格局，实现
大数据技术对政府和居民的双向赋权。就居民而言，
增加了表达合理治理诉求的渠道和方式，增进了政府
工作的透明度和反馈效率。就政府而言，提升了各事
务的行政效率，营造更宜居的社区环境，使政府深入挖
掘社区居民的日常需求，提供精细化、智慧化的大数据
社会治理服务，让全民共享大数据技术进步所带来的
成果。

技术社会治理的具体模式则需要依据各地不同的
经济、社会、文化等地域要素特征因地制宜进行探索，
依据其社区社会资本和行政资源配置力度等地域要素
的不同，采取适宜的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模式。本研
究通过对北京 Ｗ 街道、Ｘ街道、深圳Ｙ、成都Ｚ区四个
实际案例大数据社会治理的描述和分析，将其基于大
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探索特征归纳如表１所示。

表１　不同特征地区大数据基层技术社会治理探索比较

比较项目 深圳Ｙ新区 北京 Ｗ街道 北京Ｘ街道 成都Ｚ区

社区特征
新区，流动人口多，流动
人口与本地人口结构倒
置，打工者为主

老旧小区多，老龄化严
重，常住居民社会地位

普遍偏低

老小区为主，拥有较高社
会地位的常住居民多

新老小区混杂，多种社区
类型并存，本地户籍人口

为主

社区社会资本 匮乏 较为匮乏 丰沛 较为丰沛

行政资源配置力度 高 较低 较低 高

大数据技术社会治理思路 监管技术与人工复合型 监管技术导向型 现有成熟技术和自组织复合型 整合技术与自组织复合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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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技术治理的社会建构理论认为，技术的发展有其
自身的发展规律，但是技术必须参照其社会性因素才
能持久发展［２３］。技术的发展必须符合公众的社会需
求，没法满足公众需求的技术最终会被淘汰。因此，本
文认为，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方式的改进
和成功需要关注以下几点：

一是有效的技术治理应该是在现有社区社会资本
基础上的“以人为本”的治理方式。所谓“以人为本”，
指的是技术社会治理应该是能够满足居民的多元化需
求的，而这里的需求是更高层次的安全、尊重和人际关
系的需求。如果技术社会治理脱离了这些，最终会因
为无法实现人们对于基层社区的核心需求而终止。在
技术治理过程中，社区社会资本会因地域、人口等客观
情况构成而有所差异，以人为本意味着社会资本难以
调动时对居民诉求的尊重，社会资本易于调动时对居
民参与的鼓励，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提升社区社会资本。

二是技术治理的开发成本需要控制在合适的范围
之内。技术社会治理手段和模式的选择是在现有社区
社会资本、行政资源配置力度等地域要素条件下寻求
满意解的过程。过高的建设成本势必会超出基层政府
和居民的承载能力，而超出承载能力的技术手段本身
也是不可持续的，将给治理过程带来不适应性，容易导
致技术治理模式最终无法落地。

三是技术治理推广需要考虑社区居民和政府工作
人员的教育程度和学习能力。如果一种技术的推广、
使用和学习成本都很高，那么也会影响这种技术的推
广和使用。因此，技术的开发和使用必须考虑本地社
区居民和工作人员的教育水平、学习能力以及学习兴
趣。教育程度较高的社区居民往往能够较快地接受和
积极使用新的技术治理手段，从而有利于社区互动的
形成和社区社会资本的塑造。政府工作人员教育水平
的提高也有利于技术手段在基层社会治理的应用、创
新和推广，从而可能减少政府在基层社会治理过程中
行政资源的配置力度。因此，技术社会治理需要跟教
育培训结合在一起才能更好地实施。

四是技术社会治理的全面实现，需要解决部门分
割所形成的“信息孤岛”问题，理顺基层行政链条。对
于大数据的采集使用、权属划分、数据交易以及隐私保
护等，至今仍没有比较明确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文件，使
得在数据采集、储存和流程管理上还存在较为混杂的
局面。比如北京 Ｗ 街道侧重监管技术的整合，而其整
合监控数据的过程困难重重。各部门或为了自身利
益，或以数据信息安全为借口，不轻易给同级别的其他

部门分享数据。各主管部门的数据整合程度较低，各
个部门之间的数据分享主要还是通过行政手段来获取
和交流，缺少明确的操作化规范和流程，未能全面发挥
数据指导决策和有效治理的作用。这些顶层设计的改
变和基于大数据手段的技术社会治理创新也最终将会
与社区行政和财政资源的配置以及社区社会资本相互
联系、相互影响。

参 考 文 献

［１］　渠敬东，周飞舟，应星．从总体支配到技术治理———基

于中国３０年改革经验的社会学分析 ［Ｊ］．中国社会科

学，２００９（６）：１０４　１２７．
［２］　向德平，苏海．“社会治理”的理论内涵和实践路径 ［Ｊ］．

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２０１４（６）：１９

２５．
［３］　张凤荣．大数据社会治理研究的理论进展与政策堕距分

析 ［Ｊ］．学海，２０１８（２）：３６　４２．
［４］　张丙宣．技术治理的两幅面孔 ［Ｊ］．自然辩证法研究，

２０１７（９）：２７　３２．
［５］　郑士源，徐辉，王浣尘．网格及网格化管理综述 ［Ｊ］．系

统工程，２００５（３）：１　７．
［６］　ＺＨＥＮＧ　Ｓ，ＭＥＮＧ　Ｔ．Ｓｅｌｅｃｔｉｖｅ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Ｏｎｌｉｎｅ

Ｐｕｂｌｉｃ　Ｄｅｍａｎｄｓ　ａｎｄ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Ｒｅｓｐｏｎｓｉｖｅｎｅｓｓ　ｉｎ　Ａｕ－

ｔｈｏｒｉｔａｒｉａｎ　Ｃｈｉｎａ［Ｊ］．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２０１６，５９
（９）：５２　６７．

［７］　王建设．“技术决定论”与“社会建构论”：从分立到耦合
［Ｊ］．自然辩证法研究，２００７（５）：６１　６４．

［８］　陈凡．论技术的社会化———对技术的社会学研究 ［Ｊ］．社

会学研究，１９９２（５）：１　１０．
［９］　王雨磊．数字下乡：农村精准扶贫中的技术治理 ［Ｊ］．社

会学研究，２０１６（６）：１１９　１４２．
［１０］　ＡＮＤＥＲＳＯＮ　Ｔ　Ｅ，ＭＥＬＣＨＩＯＲ　Ａ．Ａｓｓｅｓｓｉｎｇ　Ｔｅｌｅｃｏｍ

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ａｓ　ａ　Ｔｏｏｌ　ｆｏｒ　Ｕｒｂａｎ　Ｃｏｍｍｕｎｉ－

ｔｙ　Ｂｕｉｌｄｉｎｇ［Ｊ］．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Ｕｒｂａ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１９９５，３
（１）：２９　４４．

［１１］　郑杭生，黄家亮．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

势 ［Ｊ］．甘肃社会科学，２０１２（６）：１　８．
［１２］　李友梅．中国社会治理的新内涵与新作为 ［Ｊ］．社会学

研究，２０１７（６）：２７　３４．
［１３］　王力平．论地方政府角色在社区治理中的失位与归位

［Ｊ］．前沿，２０１１（１７）：１３７　１４１．
［１４］　陈燕，郭彩琴．社区治理研究述评 ［Ｊ］．重庆社会科学，

２０１６（３）：５１　５８．
［１５］　桂勇，黄荣贵．社区社会资本测量：一项基于经验数据

的研究 ［Ｊ］．社会学研究，２００８（３）：１２２　１４２．
［１６］　费孝通．学术自述与反思 ［Ｍ］．北京：三联书店，

４０１

西安交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ｈｔｔｐ：∥ｓｋｘｂ．ｘｊｔｕ．ｅｄｕ．ｃｎ



１９９６：１３．
［１７］　ＭＡＲＩＯ　Ｌ　Ｓ．“Ｈｏｗ　Ｍａｎｙ　Ｃａｓｅｓ　Ｄｏ　Ｉ　Ｎｅｅｄ？”Ｏｎ　Ｓｃｉ－

ｅｎｃ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Ｌｏｇｉｃ　ｏｆ　Ｃａｓｅ　Ｓｅｌｅｃｔｉｏｎ　ｉｎ　Ｆｉｅｌｄ　Ｂａｓｅｄ　Ｒｅ－
ｓｅａｒｃｈ［Ｊ］．Ｅｔｈｎｏｇｒａｐｈｙ．２００９，１０（１）：５　３８．

［１８］　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　Ｌ　Ｇ，ＡＮＤＲＥＷ　Ｂ．Ｃａｓｅ　Ｓｔｕｄｉｅｓ　ａｎｄ

Ｔｈｅｏ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Ｍ］．Ｃａｍ－
ｂｒｉｄｇｅ：ＭＩＴ　Ｐｒｅｓｓ，２００５：９．

［１９］　臧雷振，陈鹏．选择性偏差问题及其识别 ［Ｊ］．世界经

济与政治，２０１５（４）：１３７　１５３．
［２０］　ＳＥＡＬＥ　Ｃ．Ｔｈｅ　Ｑｕ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Ｍ］．

Ｔｈｏｕｓａｎｄ　Ｏａｋｓ：Ｓａｇｅ　Ｐｕｂ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１９９９：１１０．

［２１］　刘佳燕，谈小燕，程情仪．转型背景下参与式社区规划

的实践和思考———以北京市 Ｗ 街道 Ｙ社区为例 ［Ｊ］．
上海城市规划，２０１７（２）：２３　２８．

［２２］　ＡＲＮＳＴＥＩＮ　Ｓ　Ｒ．Ａ　Ｌａｄｄｅｒ　ｏｆ　Ｃｉｔｉｚｅｎ　Ｐａｒｔｉｃｉｐａｔｉｏｎ［Ｊ］．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Ｔｈｅ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　Ｐｌａｎｎｉｎｇ　Ａｓｓｏｃｉａｔｉｏｎ，１９６９，

３５（４）：２１６　２２４．
［２３］　ＢＩＪＫＥＲ　Ｗ　Ｅ，ＬＡＷ　Ｊ．Ｓｈａｐｉｎｇ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Ｂｕｉｌｄｉｎｇ

Ｓｏｃｉｅｔｙ：Ｓｔｕｄｉｅｓ　ｉｎ　Ｓｏｃｉｏ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Ｊ］．Ｔｅｃｈｎｏｌ－
ｏｇｙ　＆Ｃｕｌｔｕｒｅ，１９９２，２５（３）：４３８　４４１．

（责任编辑：赵歌）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Ｐａｔｈ　Ｅｘｐｌｏｒ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Ａｎａｌｙｓｅｓ　ｏｆ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ｅｅ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ａｓｅ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ＨＥ　Ｘｉａｏｂｉｎ１，ＬＩ　Ｚｈｅｎｇｙｉ　１，ＬＵ　Ｃｈｕｎｔｉａｎ２

（１．Ｔｓｉｎｇｈｕａ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ｓ，Ｂｅｉｊｉｎｇ　１０００８４，Ｃｈｉｎａ；

２．Ｓｃｈｏｏｌ　ｏｆ　Ｈｕｍａ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Ｓｃｉｅｎｃｅ，Ｘｉ’ａｎ　Ｊｉａｏｔｏｎｇ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Ｘｉ’ａｎ　７１００４９，Ｃｈｉｎａ）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　Ａ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Ｃｈｉｎａ’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ｉｓ　ｆａｃｉｎｇ　ｂｏｔｈ　ｎｅｗ　ｏｐｐｏｒｔｕｎｉｔｉｅｓ　ａｎｄ　ｃｈａｌｌｅｎｇｅｓ．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
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　ｎｅｅｄｓ　ｔｏ　ｂｅ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ｔｏ　ａｄａｐｔ　ｔｏ　ｔｈｅ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ｓｏｃｉａｌ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ｅｎｖｉｒｏｎ－
ｍｅｎ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ｏｆ　Ｔｈｉｎｇｓ，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ｃｏｍｍｕｎｉｃａｔｉｏｎ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ｓｅｎｓｏｒｓ　ａｎｄ　ＡＰＰ　ｏｆｆｅｒ　ｔｈｅ
ｐｏｓ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ｏｆ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Ｓｅｖｅｒａｌ　ｃｉｔｉｅｓ　ｈａｖｅ
ｃａｒｒｉｅｄ　ｏｕ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ｕｓｉｎｇ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Ｄｒａｗｉｎｇ　ｏｎ
ｆｏｕｒ　ｓｔｒｅｅｔ／ｄｉｓｔｒｉｃｔ　ｃａｓｅｓ　ｏｆ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ｅｘｐｅｒｉｍｅｎｔｓ　ｉｎ　Ｂｅｉｊｉｎｇ，Ｓｈｅｎｚｈｅｎ　ａｎｄ　Ｃｈｅｎｇｄｕ，

ｔｈｉｓ　ｓｔｕｄｙ　ｃａｔｅｇｏｒｉｚｅｓ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ｓ　ｂｙ　ｔｈｅ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　ａｖａｉｌａｂｌｅ　ｗｉｔｈ－
ｉｎ　ｔｈｅｓｅ　ｓｔｒｅｅｔｓ／ｄｉｓｔｒｉｃｔｓ．Ａｃｃｏｒｄｉｎｇｌｙ，ｔｈｅｒｅ　ａｒｅ　ｆｏｕｒ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ｂａｓｅｄ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ｉｃａｌ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ｏｄｅｌｓ
ｗｈｉｃｈ　ｆｉｔ　ｔｈｅ　ｆｏｕｒ　ｃａｓｅｓ．Ｆｉｎａｌｌｙ，ｗｅ　ｓｕｇｇｅｓｔ　ｔｈａｔ　ａ　ｓｕｃｃｅｓｓｆｕｌ　ａｎｄ　ｌａｓｔｉｎｇ　ｍｏｄｅｌ　ｏｆ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ｂａｓｅｄ　ｏｎ
ｂｉｇ－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ｔｉｎｕｏｕｓｌｙ　ｉｍｐｒｏｖｅｄ　ａｎｄ　ｏｐｔｉｍｉｚｅｄ，ｔａｋｉｎｇ　ｉｎｔｏ　ａｃｃｏｕｎｔ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ｏ－
ｃｉａｌ，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ｒｅｇｉｏｎａｌ　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ｓｔｉｃｓ，ａｓ　ｗｅｌｌ　ａｓ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ｓ，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ｓ，ｃｏｍ－
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　ａｎｄ　ｏｔｈｅｒ　ｌｏｃａｌ　ｃｏｎｄｉｔｉｏｎｓ．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　ｂａｓｅｄ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ｈｕｍａｎ－ｏｒｉｅｎ－
ｔｅｄ”，ｍａｎａｇｅ　ｔｈｅ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　ｃｏｓｔ，ｃｏｎｓｉｄｅｒ　ｔｈｅ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ｌｅａｒｎｉｎｇ　ｃａｐａｂｉｌｉｔｉｅｓ　ｏｆ　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ｃｉｔｉｚｅｎｓ　ａｎｄ
ｃｉｖｉｌ　ｓｅｒｖａｎｔｓ，ｓｍｏｏｔｈ　ｔｈｅ　ａｄｍｉｎｉｓｔｒａｔｉｖｅ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　ａｔ　ｔｈｅ　ｇｒａｓｓｒｏｏｔｓ　ｌｅｖｅｌ，ｓｏｌｖｅ　ｔｈｅ“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ｉｓｌａｎｄ”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ｃｒｅａｔｅｄ　ｂｙ　ｇｏｖｅｒｎｍｅｎｔ　ｄｅｐａｒｔｍｅｎｔ　ｓｅｇｒｅｇａｔｉｏｎ．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ｓｏｃｉａｌ　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ｔｅｃｈｎｏｌｏｇｙ；ｇｏｖｅｒｎａｎｃｅ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ｃｏｍｍｕｎｉｔｙ　ｓｏｃｉａｌ　ｃａｐｉｔａｌ；ａｄｍｉｎｉｓ－
ｔｒａｔｉｖｅ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ａｌｌｏｃａｔｉｏｎ

５０１

何晓斌，李政毅，卢春天　大数据技术下的基层社会治理：路径、问题和思考




